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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严格随机抽样的湖南省 7 所高校 2557 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检

验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 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和样本自选择偏差后,经济资助能显

著提升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水平。 但这种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仅获得奖 / 助学金等无偿型资助的大学生在提升

政治信任水平方面的效果最为显著,而仅获得助学贷款等偿还型资助和同时获得偿还型和无偿型资助对大学生

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的效果并不显著。 对大学生经济资助育人效果的考察不能仅局限于探讨经济资助对大学

生自身发展的影响,还要考虑到其在更为宏观的政治层面所带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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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Aid on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Trust

HUANG Wei, LIAO Xiaowei, YANG Ligao, YAO Panpan, YAN Jia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2557 college students from 7 universities in Hunan Province of

China, which is strictly randomly sampled,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i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aid on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trust.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variables and sample

self-selection bias, financial aid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trust. However, this

effect is heterogeneous. College students who only received gift aid like grants / bursaries have almost significant higher

level of political trust, while No significant results are shown for the sample group who only received self-help aid such

as student loans and the group who received both gift aid and self-help ai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effects of

college students’ financial aid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exploring th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while its effects on a more macro-political level needs to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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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20 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和人才培养

模式的大规模变革,政府不仅逐步在高等教育阶段

实行了成本分担和大学全面收费政策,大幅度改革

了资助体系来满足大学生的经济需求,而且对学业

优异的大学生进行奖励。 目前,我国目前已经构建

了奖 /助学金、勤工助学、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

偿、助学贷款、应征入伍国家资助、师范生公费教育、
新生入学资助等相结合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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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对完善和成熟的大

学生资助体系,我国大学生资助体系具有两个明

显特征:一是建立时间比较晚,但发展速度比较

快。 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大学生提供经济资助已

有近两百年的历史,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的大学生资助体系始于 21 世纪初。 2007 年以后,
我国大学生资助获得了较快发展。 二是政府主导

了我国大学生资助体系,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
而发达国家的大学生资助体系具有“自下而上”的
特征。 我国为大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的主体是政

府,为大学生提供经济资助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

开展的,并具备高度组织化、政治化。 我国政府在

大学生资助体系构建上的努力受到国内外的广泛

认可,有效缓解了低收入家庭因子女上大学致贫

返贫的难题、显著提升了高等教育参与和入学机

会[1 - 2]。 大学生经济资助政策逐步成为实现社会

公平、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3]。 以整体

来看,公众对大学生经济资助体系持肯定态度。
已有文献从资助政策体系自身出发,主要考

察我国大学生经济资助体系的优化、国际经验的

借鉴等问题[4 - 6]。 特别是,2010 年以来,我国政府

和高校不仅将“精准资助”作为高等教育资助的政

策理念,而且将大学生资助工作转向资助育人模

式,即不仅从解决大学生当前的就学经济困难,而
且上升到大学生的长远发展,关注其全面素质和

能力的提升[7]。 研究发现,经济资助能显著促进

大学生发展,包括领导力、人际交往能力、就业质

量和学业发展[8 - 10]。 但从国家层面来看,为大学

生提供经济资助不仅是一个理性的技术安排,还
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弥补社会发展裂痕、维护社

会稳定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政权秩序是首要

关注目标[11]。 就中国而言,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政

策供给的重要目标。 政策供给通过改善人民群众的

社会生活,尤其是贫困人民的生活,实现社会稳定的

目标,旨在“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忧” [12]。 因

此,对大学生经济资助育人效果的考察不能仅仅局

限于探讨经济资助对大学生自身发展的影响,还要

考虑到其更为宏观的社会效应。

政治信任是联系政府与公众的重要纽带,高
度的政治信任不仅有助于政权的持续与稳定,而
且为政府提供广阔的操作空间[13]。 已有文献对于

政治信任的概念有多种定义,表述不一。 有学者

认为,政治信任是公众对国家政治系统及相关机

构或人员运作能够产生与预期一致结果的信念和

信心[14]。 也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代表人们对于

政府和官员的态度,是关于未来的预期,而不是当

前的状态[15]。 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对于政

治信任的对象并未取得普遍共识而产生的。 我们

认为,政治信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政

治信任,包括了公众对政治制度、政府及其相关机

构、政治精英的信任以及多党制体制下公众对不

同政党和政治派别的信任等。 而狭义上的政治信

任主要是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作为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精英群体,大学生

历来是国内外社会群体政治信任的风向标。 大学

生处于成年政治价值观的初显期,世界观的改变

是其认知发展中最核心的部分[16]。 大学生政治信

任不仅是衡量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指标,而且大

学时期的政治信任也会影响到个体未来的政治参

与、政治认同与社会信任,并最终影响到未来社会

的政治发展乃至政治文明。 已有文献系统考察了

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内在和外在影响因素,这些研

究大多着眼于学习与生活经历、大众传媒、互联

网、疫情等方面的影响[17 - 20]。 少量研究关注了高

校层面的影响因素,如校内组织与人际关系认同、
校园与社会实践活动参与程度,以及对校园管理

的满意度和参与情况[21]。 而政策供给对政治信任

的影响评估是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常见的议题,研
究者已经广泛讨论了政府各种类型政策供给的政

治信任效果,例如医疗资助政策、医保供给政策、
住房保障政策以及农村精准扶贫政策等[22 - 24]。
这些研究均发现,能否从政策中获益是影响政治

信任的一个关键因素。 但是,实证分析经济资助

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影响的国内外研究尚未可见。
纵观已有文献可知,研究普遍认可资助育人

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但尚未在更为宏观的社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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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评估资助育人的效果。 总体而言,已有文献需

要进行两方面的拓展:第一,在经济资助影响大学

生政治信任的经验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有效识

别两者的因果关系,因为对大学生政治信任而言,
经济资助是一个内生变量, 若直接采用 OLS
(Ordinary Least Square)计量则可能会导致二者间

的估计结果产生偏误;第二,我国大学生资助体系

构成较为复杂,如果只考察某一类型资助的政治

信任效应,很难将其他资助的作用从中剥离区分,
难以就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构建一

个完整的解释框架。
一、研究设计

(一)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信任是个体在风险条件下心理层面的理性选

择行为[25]。 利己主义是政策供给影响个体政治信

任的重要诱因,体现在个体会将政治信任纳入到

政策的效用函数[26]。 根据利己主义的解释,经济

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机制较为复

杂。 一方面,大规模、覆盖面广的经济资助让大学

生直接从政策供给中受益,从而对政治信任产生

积极的效应。 与经济市场“理性人”的行为规律一

致,对于理性的个体来说,在政治活动中也应将追

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行为准则[27]。 当前,我
国的政治信任正在从“经济绩效”转向“公共物品

供给”,公众对政府提供教育、健康等公共政策感

到满意都是政治信任的新来源[28]。 作为一项公共

政策,经济资助可以满足大学生在校期间基本生

活和学习方面的经济需求,促进就业质量和学生

发展[29]。 这些切实的利益获得会使大学生的在校

期间各方面的发展诉求得到满足,从而有可能提

升政治信任水平。 此外,感知“善意”也可能是经

济资助影响大学生政治信任的重要途径。 在改革

开放以前,我国高校长期实行“免费 + 人民助学

金”的学生资助模式,这使得公众形成了对政府的

依赖和偏好。 目前,大学生经济资助政策在很大

程度上沿袭了这一倾向,注重强调政府供给责任

和对民众的关怀。
另一方面,不合理的分配机制、过高的政策预

期以及来自竞争的公共资源问题等,都可能导致

经济资助对大学生的社会信任水平带来负向效

应。 一是当人们感知自己和他人拥有相差较大的

文化和对世界的解释系统等信息时,更容易对双

方的利益重合度做出悲观预期,更不容易产生信

任[30]。 目前,除助学贷款实行“应贷尽贷”外,我
国大学生奖 /助学金等其他类型的经济资助项目

都是先在高校之间进行分配,然后由高校分配给

院系,最后由院系评定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或

学业成绩,并将资助项目分配给具体的个人。 这

种分配机制使得资助项目在院校、系、专业、班级

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和不均衡性。 质量越高

的大学(如 985 大学)就读的学生得到了更多的资

助而支付更低的学费[31]。 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会让

大学生产生不公平感,极易诱发“体制怨恨”,进而

降低政治信任水平。 二是政策供给容易刺激民众

福利诉求的增长,现有供给水平会显著提高民众

对该项政策的期望[32]。 中国大学生经济资助体系

构建时注重强调政府责任,逐步强化大学生对政

府责任和关怀的心理感知。 与此同时,也可能造

成其对政府过高的政策预期,使得在供给增长相

对有限的情况下大学生的政策期望超过供给水

平,进而对政治信任水平产生消极影响;最后,作
为公共资源,奖 /助学金的竞争可能会加剧大学生

政治不信任程度。 公共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没有排

他性的物品[33]。 其本质属性即暗示了“公用的悲

剧”的发生,无法避免大学生可能从利己主义的角

度出发对经济资助等公共资源进行争夺的情

况[34]。 近 20 年来,尽管我国政府已逐年加大对大

学生经济资助的投入力度,但是相对于资助育人

的需求来说还有较大距离,加上不合理的分配机

制,这无疑会放大大学生对助 /奖学金的争夺,从
而削弱他们的政治信任水平。

在现实中,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

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上述两种作用机制的相对强

弱。 这是一个有待实证研究的问题,需要基于实

地的第一手调查数据给出科学回答。 据此,本文

首先提出两个有待验证的竞争性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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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
H2: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消

极的负向作用。
政治信任的表现形式由公共政策中的理性计

算和情感因素决定,关键变量是从公共政策中的

获利程度,获利越多,信任度也就越高[35]。 目前,
关于资助育人的效果评估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

只对大学生是否获得经济资助的区分,不按经济

资助项目的类型进行分类;二是只研究某一类型

经济资助项目的育人效果。 以上两种方法都存在

一定的问题,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项目在性质、功
能、时间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将他们混合在

一起则很有可能会混淆经济资助的影响效应。 我

国大学生经济资助项目划分为无偿型资助和偿还

型资助两种类型:前者包括各种类型的奖 /助学金

项目,用于大学生入校以后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旨
在“奖优”和“助困”,不需要偿还;后者包括助学贷

款,主要用于大学生入学时支付学费和住宿费,旨
在“入学”时进行资助,政府财政补贴利息,但大学

生在毕业后要进行偿还。 可以看出,两种资助类

型提供给大学生的经济利益差别是非常大的。 据

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

具有异质性影响效应

(二)研究方法

针对所有特定的大学生个体,他们在现实中

只能拥有一种状态下的政治信任水平:获得经济

资助下的政治信任水平 (PoliticalTrust1) ;未获得

经济资助下的政治信任水平 (PoliticalTrust0)。 即

实际观测到的政治信任水平为: PoliticalTrust = D

PoliticalTrust1 + (1 - D) × PoliticalTrust0, 这就产

生了“反事实缺失数据”。 如果所有样本均按照随

机原则选择是否获得经济资助,那么获得经济资

助的大学生样本(干预组)和未获得经济资助的大

学生样本(对照组)的个人特征分布基本一致,其
区分标准仅为是否获得经济资助,对照组的政治

信任水平可作为干预组“反事实缺失”的政治信任

水平,进而可通过最小二乘估计(OLS)得到经济资

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的无偏估计。 然

而,大学生是否获得经济资助并非随机决定的,并
不符合上述随机分配的条件。 另外,大学生是否

获得经济资助有可能会受到某些不可观测因素的

影响,如性别、家庭收入、院校特征等,而这些不可

观测因素又有可能跟政治信任水平有关,如果依旧

通过 OLS 做参数估计,则可能得到有偏的结果。 为

求尽可能降低估计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方法来计量估计经

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ed, ATT)。
PSM 模型通过倾向得分来模拟随机实验过

程,为干预组样本找到特征近似的对照组样本而

与之匹配,确保两组样本分布的随机性从而控制

选择性偏差[36]。 文中 PSM 模型的核心目标是借

助倾向得分找到一组与获助大学生在可观测特征

相似的未获助大学生进行政治信任水平的比较,
因为两组样本的可观测特征是相似的,所以两组

样本学生的政治信任的差异可以解释为经济资助

项目的贡献,即经济资助项目带来的政治信任影

响效应。
选定变量和方法后,本文按照以下 3 个步骤执

行 PSM 模型:
第一步,计算倾向得分。 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

估计倾向得分,即给定条件下接受干预的条件概

率。 大学生获得经济资助的概率(倾向得分)为本

文通过 Probit 模型计算新生获得经济资助的倾向

值得分(概率),具体表示如下:
Pgetaid(X i) = Prob(getaid = 1 | X i) = Φ(X i)

(1)
在式(1)中, Pgetaid 为大学生获得经济资助的

倾向值或概率,若获得了经济资助,则 aid 取值为

1,否则为 0; X i 代表选定的匹配变量。
第二步,检验匹配效果。 要估计干预的反事

实结果,保证匹配的实施,需要匹配的样本满足条

件独立假设(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Assumption,
CIA)和共同区间要求(Common Support)。 前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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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一般在匹配前就需要对协变量进行平衡性检

验,计算协变量的标准化平均值差异。 后者的检

验一般是通过倾向指数分布图,即在估计出倾向

指数后,直接画出匹配前后获助大学生和未获助

大学生的倾向指数分布图 (概率密度图或直方

图),观察匹配效果。
第三步,样本匹配。 将干预组(D = 1)中的每

一个观测值与对照组(D = 0)中倾向得分相近的

观测值进行匹配,即为每一个干预组样本找到一

个与其倾向得分最相近的对照组样本相匹配。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采用半径

匹配方法 ( Radius Matching)、最邻近匹配方法

(Nearest Neighbors Matching)和核匹配方法(Kernel
Matching)等不同的匹配法进行匹配估计,获得计

量估计经济资助对全体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平均处

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ATE)、对获助大

学生的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 (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reated, ATT)、对未获得资助大学生的非

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Untreated Group, ATU)3 个因果效应参数的估计。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课题组在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支持“湖南高校大学生发展”两轮调查问卷。 湖南

省是传统的高等教育大省,在中国高等教育规模

中一直位居前列,高校数量众多,且包含了各种不

同类型、层次的高校。 湖南省大学生资助在全国

也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因此,在资源和条件有

限的情况下,选择湖南省作为问卷调查实施地点

是比较适切的。 问卷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原

则(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to Size,PPS),课题组从

湖南省 41 所全日制本科高校中随机抽取了 22 所

为样本高校,课题组重点收集了这些样本高校的

层次、规模、专业分布、资助政策等信息,并开展了

调研员培训和预调研。 第一轮问卷调研的对象是

2016 级本科生,调研时间是 2016 年 10—11 月,选
择这个时间开展问卷调研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
方面,2016 级本科生在 2016 年 9 月入学后立即开

展军训和入学教育,不利于集中填写调研问卷;另
一方面,大学生资助政策是高校入学教育的重要

内容,新生要全面、系统学习助 /奖学金等经济资

助项目的具体信息,大学新生贫困生认定和助学

金申请、评选要在当年 10 月前完成(大学生学业

奖学金要在第二学年才开展)。 课题组根据学号

随机从 22 所高校的每个院系的每个专业抽取了

20%的大学生,共抽取 16806 份样本数据。 接下

来,课题组在 22 所高校学工部门的支持下,组织样

本学生现场填写问卷,对收回的问卷进行清理后

共获得 16635 份有效 的 基 期 样 本, 有 效 率 为

98. 98% 。 第一轮问卷调研主要收集了详细的人口

统计学信息,如年龄、性别、高考成绩、家庭背景、
父母职业、父母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等,调研问

卷还详细询问了大学生的学费及来源、经济资助

项目的申请和获得金额,以及对大学生资助政策

的期待等详细情况。
第二轮问卷调研实施时间是 2018 年 11—12

月实施,选择这个时间点的主要原因是样本高校

已经完成 2016 级本科生两个学年奖学金的申请与

评选。 课题组从 22 所高校随机抽取 7 所高校,再
在这些高校对 50% 的基期样本进行追踪调研,共
发放问卷 2608 份,经过数据清理后有效追踪样本

2557 份,样本追踪有效率为 98% 。 第二轮主要考

察了基期样本在追踪期间申请与获得奖 /助学金

等资助项目情况,以及开展了大学生政治信任的

预调研和正式问卷测量。 由于两轮调查问卷在院

校、个人层面均进行了严格的随机抽样,样本对湖

南高校本科大学生获得经济资助情况、政治信任

水平具有非常好的代表性。
(二)变量定义

1. 因变量

因变量是大学生政治信任。 为与大多数文献

保持一致,本文从广义上使用政治信任的概念,并
从以下 3 个层面对政治信任进行操作化处理。 第

一层面,即政治信任的最高层次,大学生对于政治

制度的信任,是大学生作为一国公民所具有的国

家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总和;第二层面,大学生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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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政府的信任。 既包括纵向上中央政府与地方

政府两个层级,同时包括诸如教育部门、发改委、
公检法机构在内的广义政府机构;第三层面,大学

生对于政府官员的信任。 对政府官员的信任既包

括对政治领域的信任,也包括对政府工作人员的

信任,作为政府各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

工作人员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政府,因而公民对

于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理应作为政治信任的一个

重要部分予以考虑。
政治信任的多维性决定了政治信任测量指标

的多样化。 考虑到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与
农民工、官员或社会公众等群体具有较大的差异

性,其政治信任的形成过程也有明显差异,本文采

用已有文献中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大学生政治

信任测量指标[37]。 该测量指标将政治信任划分为

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和对政府

官员的信任,见表 1。 测量回答采用 Liket 5 点计分

法,从“1 =非常不信任”到“5 =非常信任”计分。
表 1　 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测量题项

指标名称 题项

政治制度
信任

Q1 是否对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充满信心?
Q2 是否信任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

政府部门
信任

Q3 是否认为“中央政府总是为百姓着想,为老百姓
做有益的事情”?
Q4 是否认同“家乡的政府总是为百姓着想,为老百
姓做有益的事情”?
Q5 对于教育部门、发改委认同度如何?
Q6 对于公检法部门和军队的认同度如何?

政府官员
信任

Q7 是否信任党和国家领导人?
Q8 是否信任家乡所在地的政府工作人员?

2. 自变量

自变量为大学生是否在追踪调研期间获得的

经济资助。 若大学生在追踪调研期间获得过奖 /
助学金、助学贷款等某一种或几种类型的经济资

助,即为干预组样本,则赋值为 1;若大学生在追踪

调研期间未获得任何类型的经济资助,即为对照

组样本,则赋值为 0。 此外,我们将经济资助按照

“获利程度”进行分类,将各种类型的奖 /助学金划

分为无偿型资助,即干预组 1,将助学贷款划分为

偿还型资助,即干预组 2,将同时获得两种类型经

济资助的样本设定为干预组 3。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个体特征变量,

即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生干部、高考成绩、专
业;二是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即父亲受教育程度、
职业、家庭人均年收入、户口类型、生源省份;三是

院校特征变量,即院校是否为二本以上院校。 模

型方差膨胀因子(VIF)平均为 1. 46,小于 2,即不

存在共线性问题。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一方面,

从因变量可以看出,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为 34. 64
分,整体上要远高于采用同样题项测量的农民工、
新社会阶层人士等群体政治信任水平。 大学生对

于现行政治制度的信任度较高,展示出了较强的

制度自信。 在政府部门信任方面,大学生政治信

任水平同样表现出当前国内政府部门的差序信任

特点,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从总体上来看,大学生群体对政府部门依旧有较

高水平的政治信任。 从自变量可以看出,干预组

样本为 1260 份,占总样本的 49% ,表明接近一半

的大学生能够获得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 其中,
干预组 1(仅获得无偿型资助)样本 949 份(占总样

本的 37% ),干预组 2(仅获得偿还型资助)样本 87
份(占总样本的 3% ),干预组 3(同时获得两种类

型资助)样本 224 份(占总样本的 9% ),当前多元

混合的大学生经济资助体系具有较宽的覆盖面。
另一方面,无论是大学生总体政治信任水平,还是

政治制度信任、政府部门信任、政府官员 3 个维度,
干预组的均值均要高于对照组,这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获得经济资助的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要优于

未获得经济资助的大学生,经济资助与大学生政

治信任之间存在相关性。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

相关性并不代表经济资助与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

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更不能由此推论经济资助提

升了大学生政治信任。 因为这种相关性可能是由

内生性导致的,从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看,大学生

是否获得经济资助具有明显的“自选择”或“他选

择”特征,无法用普通 OLS 回归模型获得准确的政

策处理效应,否则可能使该效应被低估或高估。
由此,需要寻找能够克服内生性和自选择性问题

的计量模型,以准确估计经济资助与大学生政治

信任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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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赋值
总体 干预组 对照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因变量

总体政治信任 140 分 34. 64 5. 02 34. 79 34. 50
政治制度信任 110 分 8. 96 1. 33 9. 03 8. 89
政府部门信任 120 分 17. 07 2. 76 17. 13 17. 01
政府官员信任 110 分 8. 61 1. 38 8. 63 8. 60

自变量
干预组总体 1 = 是,0 = 否 0. 49 0. 50 1 0
干预组 1 1 = 是,0 = 否 0. 37 0. 48 0. 75 0
干预组 2 1 = 是,0 = 否 0. 03 0. 18 0. 07 0
干预组 3 1 = 是,0 = 否 0. 09 0. 28 0. 18 0

控制变量
年龄 年龄,岁 20. 25 0. 85 20. 29 20. 22
性别 男生,1 = 是 0. 48 0. 50 0. 40 0. 56

政治面貌 党员或团员,1 = 是 0. 97 0. 17 0. 98 0. 96
学生干部 大学生干部,1 = 是 0. 50 0. 50 0. 54 0. 46
高考成绩 标准化的高考成绩 - 2. 95e - 11 1. 00 0. 06 - 0. 06

专业 理科生,1 = 是 0. 46 0. 50 0. 47 0. 45
贫困生 学校认定的贫困生,1 = 是 0. 17 0. 38 0. 33 0. 02

父亲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年 10. 38 3. 23 9. 81 10. 93
父亲职业 政府部门任职,1 = 是 0. 05 0. 22 0. 03 0. 08

人均年收入 家庭人均年收入,万元 1. 61 1. 51 1. 24 1. 97
户口类型 农村户口,1 = 是 0. 63 0. 48 0. 71 0. 56

生源 东部生源,1 = 是 0. 15 0. 36 0. 12 0. 18
院校层次 一本或二本,1 = 是 0. 79 0. 41 0. 83 0. 75
观测值 2557 2557 1260 1297

四、实证结果

(一)大学生获得经济资助的倾向得分

根据 PSM 模型的研究逻辑,本文首先采用

Probit 模型估计了大学生是否获得各类经济资助

的概率,见表 3。 通过概率估计获得倾向得分,进

而完成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匹配。 年龄、政治面貌、

学生干部经历、学校认定的贫困生、户口类型、院

校层次对获得经济资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

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职业、家庭人均年收入、东

部生源对获得经济资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具体

来看,各特征变量对获得不同类型的资助的影响

具有异质性。 其中,具备女生、党员或团员、学生

干部、高考成绩越好、贫困生、父亲不在政府部门

任职、家庭年收入越低等特征的大学生更可能获

得无偿型资助;年龄越大、学生干部、高考成绩越

低、农村户口、中西部生源的大学生更有可能获得

偿还型资助;年龄越大、女生、党员或团员、高考成

绩越低、学校认定的贫困生、家庭年收入越低、中

西部生源、二本院校的大学生越可能同时获得两

类资助。

表 3　 大学生是否获得各类经济资助的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1)
是否获得

经济资助

(2)
仅获得无

偿型资助

(3)
仅获得偿

还型资助

(4)
同时获得

两类资助

年龄
0. 050∗ - 0. 050∗∗ 0. 115∗∗∗ 0. 127∗∗∗

(0. 028) (0. 024) (0. 041) (0. 043)

性别
- 0. 524∗∗∗ - 0. 423∗∗∗ 0. 205 - 0. 241∗∗∗

(0. 069) (0. 074) (0. 138) (0. 086)

政治面貌
0. 500∗∗∗ 0. 296∗∗ 0. 107 0. 607∗∗∗

(0. 150) (0. 125) (0. 284) (0. 215)

学生干部
0. 191∗∗∗ 0. 194∗∗∗ 0. 155∗ - 0. 101
(0. 063) (0. 041) (0. 086) (0. 062)

高考成绩
0. 019 0. 083∗∗∗ - 0. 170∗∗∗ - 0. 074∗∗

(0. 033) (0. 018) (0. 052) (0. 038)

专业
0. 193∗ 0. 140∗ 0. 010 0. 068
(0. 111) (0. 081) (0. 141) (0. 109)

学校认定的

贫困生
1. 645∗∗∗ 0. 639∗∗∗ - 0. 097 0. 933∗∗∗

(0. 137) (0. 072) (0. 209) (0. 114)
父亲受教育

程度
- 0. 023∗∗∗ - 0. 017 0. 008 - 0. 018
(0. 004) (0. 011) (0. 023) (0. 020)

父亲职业
- 0. 308∗∗ - 0. 275∗∗ - 0. 415 - 0. 026
(0. 146) (0. 137) (0. 423) (0. 425)

家庭人均

年收入
- 0. 101∗∗∗ - 0. 062∗∗ - 0. 041 - 0. 263∗∗

(0. 036) (0. 025) (0. 056) (0. 127)

户口类型
0. 094∗∗ - 0. 032 0. 271∗∗ 0. 226
(0. 038) (0. 079) (0. 124) (0. 174)

生源
- 0. 208∗ - 0. 022 - 0. 520∗∗∗ - 0. 283∗∗

(0. 109) (0. 122) (0. 196) (0. 127)

院校层次
0. 327∗∗∗ 0. 245 - 0. 187 0. 249∗∗∗

(0. 126) (0. 177) (0. 218) (0. 075)

Constant - 1. 550∗∗ 0. 430 - 4. 471∗∗∗ - 4. 554∗∗∗

(0. 648) (0. 600) (1. 024) (1. 106)
Observations 2557 2557 2557 2557
Pseudo R2 0. 198 0. 079 0. 064 0. 203

注:括号中的稳健性标准误,∗∗∗ p < 0. 01, ∗∗ p < 0. 05, ∗ p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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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匹配效果检验

PSM 模型需要同时满足条件独立假设与共同

支撑假设。 前者是指可观测特征变量 X 既可影响

大学生 j 是否获得经济资助,又对 j 的政治信任产

生影响,但却不会受到个体政治信任的反向干预,
通过匹配过程对可观测变量进行充分控制后,大
学生是否获得经济资助就可被视为随机分配的过

程。 后者要求获得经济资助和未获得经济资助的

大学生在倾向得分上有重叠的区域。
1. 平衡性检验。 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关注的

是具有相同倾向得分的大学生在获得经济资助上

是否呈现出随机分配的过程,从而保证平均处理

效应估计的准确性。 本文采用最核匹配法对

Probit 模型的倾向得分进行匹配,协变量在匹配前

后的结果变化情况,见表 4。 文献表明,各协变量

在匹配后的标准偏差越小,说明匹配效果越好[38]。
当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小于 20 时,可以获得可靠的

匹配效果[39]。 表 4 显示,在完成匹配之后,两组样

本协变量的标准偏差都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从匹

配前的 26. 8 降为匹配后的 3. 6。 且除年龄和专业

外,所有协变量的偏误在平衡后均实现了较大程

度的削减。 其中,学校认定的贫困生实现了最大

幅度的偏误削减,降幅达到了 99. 1% 。 总体上,表
4 中的所有 t 值下降而 p 值增大,大部分协变量不

具有统计显著性,各协变量的均值水平已经非常

接近,匹配效果较好。 说明样本匹配最大程度地

降低了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大学生在可观测特征上

的显著差异,获得经济资助的个体差异便能够被

视为随机分配的结果,满足条件独立假设。 其他

干预下的平衡性检验结果与表 4 相似,不再赘述。
(三)共同支撑假设检验

本文还检验倾向得分值匹配下干预组和对照

组的共同支撑假设,见图 1。 经过两组样本匹配

后,干预组与对照组变得相对拟合与聚拢,两组样

本之间重叠区域也稍微变得更为宽泛,即通过两

组样本匹配,能够尽可能控制大学生在可观测特

征上的组间差异,有利于科学计量估计大学生经

济资助的净效应。
表 4　 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均值

干预组 对照组
标准偏差 偏差消减 t p > | t |

年龄
匹配前 20. 29 20. 22 8. 5
匹配后 20. 25 20. 33 - 9. 6

- 12. 5
2. 16 0. 031
- 2. 12 0. 034

性别
匹配前 0. 40 0. 56 - 31. 8
匹配后 0. 40 0. 39 1. 7

94. 7
- 8. 03 0
0. 39 0. 7

政治面貌
匹配前 0. 98 0. 96 13. 9
匹配后 0. 98 0. 99 - 4. 1

70. 5
3. 51 0
- 1. 42 0. 155

学生干部
匹配前 0. 54 0. 45 17. 5
匹配后 0. 53 0. 56 - 6. 5

63. 1
4. 42 0
- 1. 46 0. 144

高考成绩
匹配前 0. 06 - 0. 06 11. 5
匹配后 0. 03 0. 03 0. 6

95. 1
2. 9 0. 004
0. 14 0. 892

专业
匹配前 0. 47 0. 45 2. 5
匹配后 0. 45 0. 41 8. 5

- 240. 1
0. 63 0. 526
1. 95 0. 052

学校认定的贫困生
匹配前 0. 33 0. 02 88. 4
匹配后 0. 21 0. 20 0. 8

99. 1
22. 49 0
0. 16 0. 872

父亲受教育程度
匹配前 9. 81 10. 94 - 35. 3
匹配后 10. 01 10. 06 - 1. 4

96
- 8. 93 0
- 0. 34 0. 735

父亲职业
匹配前 0. 03 0. 08 - 22. 20
匹配后 0. 03 0. 03 - 2. 4

89
- 5. 58 0
- 0. 7 0. 484

家庭人均年收入
匹配前 1. 24 1. 97 - 49. 7
匹配后 1. 30 1. 39 - 6. 3

87. 4
- 12. 54 0
- 1. 88 0. 061

户口类型
匹配前 0. 71 0. 56 30. 9
匹配后 0. 70 0. 69 1

96. 8
7. 82 0
0. 23 0. 819

生源
匹配前 0. 12 0. 18 - 16. 9
匹配后 0. 12 0. 12 0. 6

96. 6
- 4. 27 0
0. 14 0. 886

院校层次
匹配前 0. 83 0. 75 19. 7
匹配后 0. 83 0. 81 3. 7

81
4. 97 0
0. 89 0.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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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匹配前后的核密度

　 　 (四)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平均处理

效应分析

通过协变量的平衡性检验后,采用前文提及

的 3 种匹配法的 5 种匹配策略组合,估计经济资助

影响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净效应,即平均处理

效应(ATT),5 种匹配策略分别为核匹配、最近邻

匹配、近邻匹配和两种半径匹配(卡尺匹配)。 技

术处理方面,最邻近匹配与邻近匹配分别采取了

一对四(K =4)和一对一(K = 1)的匹配策略,半径

匹配(卡尺匹配)则选择了距半径“较近”的范围

(Radius = 0. 01),核匹配则采用了 0. 03 的核函数

带宽,采用 5 种匹配策略一方面能得到参数估计的

取值区间,另一方面则能够实现稳健估计。 表 5 报

告了上述 5 种匹配策略对 ATT 效应的估计结果。
表 5 显示,经济资助的 ATT 效应在五种匹配

策略 下 分 别 为 1. 581、 1. 593、 1. 565、 1. 717 及

1. 561,并且估计结果均在 0. 01 或 0. 05 的水平上

显著,其含义可以理解为相对于对照组,干预组样

本的政治信任水平要高 1. 581、 1. 593、 1. 565、
1. 717 及 1. 561 分,平均为 1. 603 分,即获得资助

的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水平比未获得经济资助的大

学生平均高出 1. 603 分。
表 6 进一步展示了经济资助对大学生各维度

政治信任的影响。 结果表明,经济资助显著提高

了大学生 3 个维度的政治信任水平。 具体而言,干
预组大学生的政治制度信任水平要比对照组平均

高 0. 5 分,政府部门信任水平要比对照组平均高

0. 6 分,政府官员信任水平要比对照组平均高出

0. 4 分。 各类匹配方法下的拟合结果趋同,结果较

为稳健。 在利用 PSM 控制了干预组和对照组的样

本差异后,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H1 得到验证,而
研究假设 H2 被拒绝,即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

任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也表明,目前经

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中,第一条

机制占据主导。
表 5　 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

匹配方法 参数 系数 标准误 Z P

核匹配

ATT 1. 581 0. 640 2. 47 0. 013
ATU 0. 332 0. 261 1. 27 0. 203
ATE 0. 937 0. 373 2. 51 0. 012

最邻近匹配
(k = 1)

ATT 1. 593 0. 741 2. 15 0. 032
ATU 0. 402 0. 331 1. 21 0. 225
ATE 0. 979 0. 412 2. 37 0. 018

近邻匹配
(k = 4)

ATT 1. 565 0. 702 2. 23 0. 026
ATU 0. 423 0. 306 1. 38 0. 166
ATE 0. 976 0. 410 2. 38 0. 017

半径匹配
(k = 0. 01)

ATT 1. 717 0. 639 2. 69 0. 007
ATU 0. 321 0. 264 1. 22 0. 224
ATE 0. 998 0. 374 2. 67 0. 008

半径匹配
(k = 0. 03)

ATT 1. 561 0. 649 2. 41 0. 016
ATU 0. 355 0. 259 1. 37 0. 171
ATE 0. 938 0. 375 2. 5 0. 012

注:为克服潜在小样本偏误对研究结论造成影响,上表中的标准误
和 P 值均采用自抽样法重复 500 次检验计算得出,以确保拟合结
果的稳健性。 下同。

(五)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

水平的异质性影响效应

为了考察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

信任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根据本文将干预

组样本分成 3 个前文所述的干预组 1、干预组 2 和

干预组 3 等 3 组样本,并同样使用 3 种匹配方法分

别进行估计,结果列于表 7。 从表 7 可以看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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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组 1 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
干预组 2 和干预组 3 虽然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

的影响效应在统计上都并不显著。 这一结果说

明,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积极影响

主要发生在干预组 1,即获得各种类型奖 /助学金

的大学生。 而本文的研究还证实,仅获得偿还型

资助和同时获得无偿型资助与偿还型资助对大学

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从而验证了本文

提出的研究假设 H3,即在利己主义角度,不同类型

的经济资助提供给大学生的经济利益有较大差别,
从而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效应也是具有异

质性的。
表 6　 获得经济资助对各维度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差异

干预方案 核匹配
最邻近匹配

(k = 1)
最邻近匹配

(k = 4)
半径匹配
(k = 0. 01)

半径匹配
(k = 0. 03) 平均

政治制度信任

ATT 0. 475∗∗∗ 0. 436∗∗ 0. 452∗∗ 0. 509∗∗∗ 0. 473∗∗∗ 0. 469
ATU 0. 117∗ 0. 112 0. 127 0. 114 0. 120∗ 0. 118
ATE 0. 290∗∗∗ 0. 269∗∗ 0. 284∗∗∗ 0. 305∗∗∗ 0. 291∗∗∗ 0. 288

政府部门信任

ATT 0. 692∗∗ 0. 701∗ 0. 697∗∗ 0. 757∗∗ 0. 674∗∗ 0. 566
ATU 0. 145 0. 156 0. 194 0. 133 0. 157 0. 157
ATE 0. 410∗∗ 0. 420∗ 0. 438∗∗ 0. 435∗∗ 0. 407∗∗ 0. 422

政府官员信任

ATT 0. 415∗∗ 0. 455∗∗ 0. 416∗ 0. 452∗∗∗ 0. 414∗∗ 0. 430
ATU 0. 071 0. 133 0. 102 0. 075 0. 078 0. 092
ATE 0. 237∗∗ 0. 290∗∗ 0. 254∗∗ 0. 258∗∗∗ 0. 240∗∗ 0. 256

注:括号中的稳健标准误,∗∗∗p < 0. 01, ∗∗p < 0. 05, ∗p < 0. 1。

表 7　 不同类型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差异

干预方案
对照组 - 干预组

核匹配样本数
参数 核匹配

近邻匹配
(k = 1)

近邻匹配

(k = 4)
半径匹配
(k = 0. 01)

半径匹配

(k = 0. 03)
平均

干预组 1 1300 - 772
ATT 0. 526∗∗ 0. 297 0. 483∗ 0. 542∗ 0. 517∗∗ 0. 473
ATU 0. 376 0. 512∗ 0. 444∗ 0. 400∗ 0. 369 0. 420
ATE 0. 433∗∗ 0. 431∗ 0. 458∗∗ 0. 453∗∗∗ 0. 424∗ 0. 440

干预组 2 2009 - 73
ATT 0. 099 - 0. 092 - 0. 230 0. 063 0. 109 - 0. 010
ATU - 0. 502 - 0. 415 - 1. 036 - 0. 564 - 0. 438 - 0. 591
ATE - 0. 481 - 0. 404 - 1. 008 - 0. 542 - 0. 419 - 0. 571

干预组 3 1818 - 180
ATT - 0. 345 - 0. 529 - 0. 455 - 0. 396 - 0. 327 - 0. 410
ATU - 0. 482 - 1. 084 - 0. 156 - 0. 409 - 0. 568 - 0. 540
ATE - 0. 469 - 1. 033 - 0. 184 - 0. 408 - 0. 545 - 0. 528

注:括号中的稳健标准误,∗∗∗ p < 0. 01, ∗∗ p < 0. 05, ∗ p < 0. 1。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第一,当前大学生资助政策总体上具有精准

性。 年龄越大、女生、贫困生、父亲受教育程度越

低、父亲在非政府部门任职、家庭年收入越低、农
村、中西部生源、二本以上院校等特征的大学生越

有可能获得经济资助。 本文的实证结果在很大程

度上肯定了当前大学生精准资助的实施效果。 当

然,经济资助在院校之间的分配存在较大差异,二
本及以上层次院校的大学生获得经济资助和同时

获得两种类型经济资助的概率显著更高,这主要

是由于政府和高校采用逐层分配指标的办法确

定,并未与大学生的实际资助需求挂钩,容易造成

不同形式的资助瞄准的偏误所致。
第二,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具有

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对政府部门信任水平的提

升最高。
第三,由于获利程度不同,不同类型的经济资

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仅
获得奖 /助学金等无偿型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

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仅获得助学贷款等偿还

型资助、同时获得无偿型和偿还型资助对大学生

政治信任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
(二)建议

第一,通过自然实验的倾向得分匹配法,本文

揭示并确定经济资助对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发

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这就为决策部门推行精准

资助、大力倡导资助育人提供了理论依据:经济资

助不仅能够对大学生进行“助困”和“奖优”,在某

种程度上还具有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即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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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大学生政治信任水平。
第二,经济资助对于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

是复杂的,故对不同类型的经济资助,其资助育人

的要求也应当有所差别。 对于获得奖 /助学金等

无偿型资助的大学生,资助育人严格执行现行资

助标准,让精准资助政策公平地惠及所有应当享

有权利的大学生,由此避免资助目标的偏离,降低

大学生因资助分配不公而产生的不平等厌恶,从
而避免精准资助政策投入的内卷化、争夺所引致

的政治信任下降;对于获得助学贷款等偿还型资

助的大学生,资助育人要致力于打破对政府的过

度依赖,逐步凸显个人和市场在经济资助体系中

的作用,着力弱化全能政府的角色。
第三,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设计时关注政府

责任的凸显,帮助提高大学生对政府责任和关怀

的感知水平的同时,极易引发大学生对政府责任

期望的过度增长,使得在供给增长相对有限时导

致政治信任的下降。 资助育人不仅要体现在促进

大学生发展的可持续性上,更要注重对大学生政

府责任期望的管理,避免大学生过高的政府责任

期望对政治信任的损害,使得经济资助提升大学

生政治信任的正面效果能够稳定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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